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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問題是哪些結構性的因素容易導致民粹領袖或

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民粹領袖的個人組織和民粹主義政黨運

作政治權力的差異？本文以四個國家如美國、義大利、厄瓜多和

秘魯，其民粹領袖掌握政治權力的運作經驗來論證民粹領袖的政

治組織和國會支持如何促成民主崩潰和民主均衡。本文發現當民

粹主義的領袖是以政黨組織來動員以及國會獲得多數支持時，其

可以透過行政和立法的合一來建構和鞏固民粹體制。當民粹領袖

是以個人化的民粹組織進行動員時以及擁有國會多數支持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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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立個人化的政治支持，但因為缺乏政黨幹部或議員代表的中

間連結，導致民粹組織鬆散，很容易因為民粹主義領袖失勢之後，

民粹組織可能會一同崩潰或瓦解。  

關鍵詞：  民粹主義、民粹領袖、民粹主義政黨、民主崩潰、民主

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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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煽動家（demagogues）會發布以人民為名的行政命

令來否決法律，並將所有的事務訴諸人民議會來決定；他們

的權力會越來越大，因為他們手中握有人民和選票的支持，

人民太容易對他們言聽計從（Aristotle, 2009, pp. 83）。  

壹、前言 

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中出現了威權逆流的現象，有些國家雖然

實施自由的選舉，但卻不是民主國家，甚至質變成競爭性的威權政

體。所謂的競爭性威權政體是指反對黨可以經由選舉來競爭政治權

力，但是執政黨濫用國家資源，導致不公平的競爭以及現任者擁有贏

得勝選優勢的政治體制（Levitsky & Way, 2010, pp. 5）。在部分民主

國家轉變成競爭性威權政體的個案中例如匈牙利、土耳其、委內瑞拉

和厄瓜多等，基本上可以發現民粹主義的領袖扮演著關鍵主導的角

色（Castaldo, 2018; Taggart & Rovira Kaltwasser, 2016）。民粹主義

的領袖贏得總統和國會選舉之後，推動民粹主義式的法律和政策，箝

制或破壞民主政治的制衡機構和自由保障，最終導致民主崩潰。另

外，我們同樣可以觀察到一些民主國家雖然選出民粹主義領袖或是

民粹主義政黨贏得部分的國會席次，但是卻沒有變成民粹主義國家

的現象。為何有些民主國家較容易出現民粹主義政黨執政的現象，進

而導致民主崩潰，以及為何有些民主國家雖然遭遇民粹主義的領袖

掌握政治權力的挑戰，但卻沒有歷經民主崩潰，甚至出現民主再均衡

的現象是本文主要的問題意識。本文企圖分析和解釋哪些結構性的

因素容易導致民粹領袖或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民粹領袖的個人組

織和民粹主義政黨運作政治權力的差異等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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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民粹主義（populism）？民粹主義指涉著一種意識型態，其

主張社會可分成兩群同質但是相互對立的團體，一是純潔的人民，另

一是腐化的菁英，並且認為政治應該是人民全意志（general will）的

展現（Mudde, 2004, pp. 543）。民粹主義的支持者並不是要求直接參

與民主政治的運作，而是希望民粹主義的領袖了解他們的需求，透過

政策來實現他們的夢想，因此民粹主義的支持者不需要太多的政治

參與（Mudde, 2004, pp. 558）。換言之，民粹主義的支持者將政治的

權力授與民粹主義的領袖，由這些領袖代表支持者來制定民粹主義

的政策，藉此改變傳統政治的運作。民粹主義也可以被定義為一套意

識型態，其核心包含五個面向：一、強調人民主權（emphasizing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為人民發聲（advocating for the people）、

攻擊菁英（attacking the elites）、排斥他人（ostracizing others），以

及喚起本土意識（ invoking the heartland）（Engesser et al., 2017, pp. 

1111-1113）。民粹主義者會藉由這些意識型態的面向來進行動員和

宣傳，透過選舉贏得選票，掌握政治權力。  

民粹主義除了意識型態和排他性的主張之外，其也是一種具有

獨特特徵的政治策略。民粹主義作為政治策略，具有三種特徵：一、

個人化的領導者直接訴諸於異質性的大眾追隨者，這些追隨者是被

發展主流所排除的，但可以隨時被動員的；二、領導者不是透過既存

的中介組織如政黨或利益團體的方式來動員，而是以直接、面對面的

方式來面對群眾；三、領導者所建立的是低度制度化的個人民粹組織

（Weyland, 1996, pp. 5）。以民主和自由的面向來界定民粹主義的觀

點認為，民粹主義是民主的不自由主義（democratic illiberalism）之

結合，一方面具有選舉競爭和憲法合法的特徵，另外一方面強調單一

的社會分歧、敵對政治和多數優越的不自由之主張（Pappas, 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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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35）。綜合來看，民粹主義的意涵是指民粹領袖與反對主流體系

的民眾進行直接的連結，藉由體制外的個人化組織來形成中間的連

繫。民粹主義者會透過符合憲法規定的手段如選舉競爭來獲取權力，

但是民粹主義反對自由主義的原則，甚至具有不自由的特性和傾向。

民粹主義對於民主政治最大的挑戰在於一開始民粹主義者會以直接

民主的訴求在民主體制下爭奪權力，並不是所謂的反體系政黨（anti-

system party）1，但是當其掌握國家機器和政治權力之後，會以人民

的意志來改變民主政治的自由特徵，最終形成所謂的反民主政治之

民粹體制。本文所謂的民主崩潰是指民選領袖違反憲政規範、濫用權

力、漠視公民自由、使用過度暴力等特徵（Linz, 1978, pp. 92）。民

主崩潰的模式有兩種：一種是民主快速死亡，民主政體經由政變變成

威權政體；另一種民主慢慢的死亡，從自由民主政體轉變成選舉民主

政體，最終變成威權政體（O’Donnell, 1992; Schedler, 1998）。  

貳、民粹主義、政治動員和民主崩潰  

一、民粹現象出現的原因和民粹主義的類型 

民主政治運作上所產生的矛盾是促成民粹主義出現的原因。民

主政治一方面在意識型態上，強調人民的權力，另外一方面在執行上

則強調人民所選出的菁英的權力（Mény & Surel, 2002, pp. 8）。民主

政治的矛盾在於當人民所選出的菁英或代表無法兌現其承諾時，他

們並沒有真正實現人民的權力；同時民粹主義認為人民所選出的代

                                                        

1. 所謂的反體系政黨是指政黨暗中破壞其所反對的政權之正當性，相關的討論請參閱 Sartori

（1976, pp. 133）。民粹主義政黨是屬於參與民主體制選舉競爭的政黨，但是一旦掌握權

力之後，可能會破壞民主體制，因此民粹主義政黨在執政之後，很可能轉變成反體系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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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是背叛人民、腐化、無政治責任和無能力的，應該將權力還給人

民（Mény & Surel, 2002, pp. 9）。當自由民主與代議政治使得人民

與政治菁英的連結變弱時，會形成民粹主義孳生的溫床（Rovira 

Kaltwasser, 2012, pp. 188）。民粹領袖常常從草根的層次來表達長期

被民主決策者所忽略的議題如移民、犯罪和就業等，經由直接訴諸人

民和要求恢復直接民主的方式來宣稱擁有正當性（Canovan, 2002, 

pp.27）。民主政治之矛盾造成民粹主義現象出現的結構因素有四項：

一、不民主的自由主義，大部分民主政治中的政策決定並沒有經由公

開的辯論，一般的大眾無法在決策過程發聲；二、統治者越來越同質

化和科技官僚化以及政策由專家來決定，被統治者無法參與；三、民

主政治的菁英和人民之間出現經濟的不平等現象，經濟的不平等讓

民主政治的建制失去其正當性（Mudde, 2021, pp. 583-589; O’Connor, 

2017）。民粹主義者以矯正民主政治的矛盾為名，主張將政治權力還

給人民，透過民主的選舉來正當化民粹主義的訴求，最終破壞民主的

自由機制。  

民主政治下所運作的代議政治模式被民粹主義者認為是違背民

主政治以人民意志為主的基本精神，主張應該將權力還給人民，讓民

粹領袖來代表人民行使其意志。同時，民粹主義者不認同憲政主義所

保障的個人或少數的權利和複雜的法律程序，認為應該經由人民來

直接行使這些權利（Taggart, 2002, pp. 66-67）。民主政治的核心特

徵如代議政治和憲政主義成為民粹主義所要推翻的目標，在民主政

治下運作的民粹主義，最後反而成為終結民主政治的推手。然而，不

是所有的民粹主義者都是反對民主政治中的制度。在英國所出現的

民粹主義模式與民主政治的多元制度是可以相容的。例如，英國工黨

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主張將政黨的權利還給人民，賦予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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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自主權、採取比例代表制和直選市長等政策，其所運作的民粹主

義模式是屬於多元主義的制度模式（Mair, 2002, pp. 93-94）。從政治

參與的角度來看，民粹主義可以讓一些原先被排除的部門整合進入

民主政治的體系，因此其也是民主政治的一種矯正手段（Rovira 

Kaltwasser, 2012, pp. 198）。Akkerman（2003, pp. 155）指出，民粹

主義可以分成兩種：一、正向的民粹主義，強調人民的直接參與，同

時尊重多數民主的憲法限制；二、激進民粹主義，強調人民的直接參

與，但是反對憲政主義的限制。換言之，有些民主政治的領袖所採取

的民粹主義是真正落實直接民主的精神，而不是利用民粹主義來鞏

固自己的權力和破壞民主政治的代議制度。  

二、民粹領袖的特質 

民粹主義領袖通常具有克里斯瑪（charisma）領袖或是魅力型領

袖的特質。所謂的克里斯瑪型的領袖是指其個人的魅力與一般人不

同，其被視為是超自然的或是超乎常人的，或是具有卓越力量或特質

的領袖（Weber, 1947, pp. 358）。克里斯瑪不是領導者本身具有的特

質，而是存在於領導者和追隨者的關係中之特質（van der Brug & 

Mughan, 2007, pp. 31）。克里斯瑪領袖和追隨者之間的關係存在著四

個面向：一、追隨者相信領導者有超乎常人的特質或非凡的特徵；

二、追隨者認為領導者所說的都是不容質疑的真實，一定是對的；

三、追隨者遵守領導者的指示，領導者下達指令之後，追隨者有義務

去遵守；四、追隨者對於領導者是忠誠的、敬畏的、尊敬的、和盲目

信任的（Willner, 1984, pp. 5-7）。克里斯瑪領袖的特質是追隨者所

賦予領導者的一種獨特魅力以及追隨者會團結一致地且無條件地支

持領導者。研究指出民粹主義政黨在獲得選民支持或在選舉有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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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之後，其支持選民會將其領導者塑造成是克里斯瑪型領袖（van 

der Brug & Mughan, 2007, pp. 31）。克里斯瑪型領袖為了政治權力競

爭的目的，通常會成立和組織克里斯瑪型的政黨。克里斯瑪型政黨具

有下面的特徵：一、克里斯瑪型政黨具有推翻現狀，顛覆和革命的性

質；二、克里斯瑪型政黨的組織基礎在於排他性的個人連結如信徒對

於領袖的忠誠；三、克里斯瑪型政黨缺乏正式規則、內部升遷模式和

清楚的分工，完全以克里斯瑪領袖的個人決策為主；四、克里斯瑪政

黨的財務運作是非制度化的；五、克里斯瑪型領導者的形象與政黨認

同完全重疊，追隨者是對於領導者忠誠，而不是對於政黨忠誠；六、

克里斯瑪型政黨較不可能制度化，當克里斯瑪領袖政治失勢之後，克

里斯瑪政黨也會土崩瓦解（Panebianco, 1988, pp.143-147）。2 

一項針對歐洲民粹領袖和政黨的研究指出，法國的勒朋（ Jean-

Marie Le Pen）（National Front）、希臘的帕潘德里歐（Andreas 

Papandreou）（Panhellenic Socialist Movement）、奧地利的海德爾（Jörg 

Haider）（Austrian Freedom Party）、匈牙利的奧班（Viktor Orbán）

（Fidesz）、義大利的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Forza Italia）

都是屬於克里斯瑪型的領袖（Pappas, 2016a）。克里斯瑪領導模式的

特徵是用克里斯瑪領袖的意志來取代制度和規則；對於民粹主義的

領袖來說，他們拒絕代議政治的制度，以簡單化的克里斯瑪型領導模

式，正好可以避免複雜的制度結構之羈絆（Taggart, 2000, pp. 101-

102）。這些民粹主義的領袖和支持者傾向將其敵人描述成是不正當

的政治行動者，認為他們沒有權力去參與民主政治或接近公共資源

                                                        

2. 然而，有些克里斯瑪型領袖選擇透過制度化的過程來形塑其政黨組織，例如法國民粹主義

領袖勒朋和奧地利民粹領袖海德爾建立階層式組織和地方黨部，提名地方代表參選，相關

的討論請參閱 Pedahzur & Brichta（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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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dde & Rovira Kaltwasser, 2014, pp. 384）。這樣的策略可以正當

化民粹主義的統治和排除反對勢力。民粹領袖所進行的動員通常會

包含三種論述：一、將社會分成二元對立，如窮人和富人、特權階級

和底層階級、寡頭和人民、中心和邊陲等；二、以道德團體的運作方

式來形成內部的凝聚力，同時攻擊象徵性的敵人如貧窮、資本主義

等；三、以拯救人民做為論述的主軸（Pappas, 2008, pp. 1123-1124）。

綜觀之，當克里斯瑪型的民粹政黨領袖掌握政治權力或職位之後，可

能會對於民主政治的制度構成嚴重的威脅，同時建立起對於領袖個

人崇拜的政治權威，排除阻礙其發展的力量。當民粹政黨的支持者認

為只有克里斯瑪領袖可以代表他們的時候，民粹主義運作的民主政

治很容易質變成威權政體。本文欲探究以克里斯瑪領袖為中心的個

人民粹組織或民粹主義政黨組織，哪一種較有利或不利民粹體制的

維繫。   

民粹主義者通常具有克里斯瑪型領袖的特質。克里斯瑪型領袖

具有兩項特徵：一、對於政黨內部組織運作個人權威，並用個人權威

來吸引政黨支持者；二、以反對既存秩序的激進方式來建立正當性，

其目標是對於民主制度結構的全面性改造（Pappas, 2016a）。厄瓜多

的柯利亞總統（Rafael Correa）、匈牙利的總理歐爾班（Victor 

Orbán）、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等民粹主義領袖在其政黨內部建立

個人權威以及主張反建制的訴求屬於克里斯瑪型領袖。祕魯總統藤

森透過建立個人組織和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J. Trump）運用社群媒

體來吸引政黨支持者，也屬於克理斯瑪型領袖的類別。  

三、民粹主義與政黨體系 

造成民粹主義政黨的興起與執政的原因基本上是與民主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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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瓦解和政黨體系崩潰高度相關。所謂政黨瓦解是指政黨的標籤

被稀釋（選民對於政黨立場的不確定性增加、政黨越來越異質性）、

政黨與選民連結腐蝕以及政黨執政的表現不佳（Lupu, 2015, pp. 

11-12）。當個別政黨崩潰之後，會造成政黨體系的割裂，容易促成

政治局外人贏得選舉和弱化民主體制之結果（Lupu, 2015, pp. 3）。

當國家主要政黨都失去大量選民支持一起衰退時，政黨體系會連動

地崩裂瓦解。測量政黨體系崩潰的具體指標是當國家主要的大黨聯

合起來所控制的國會席次少於 50% 時，同時新的政黨崛起取代原本

政黨的現象（Morgan, 2011, pp. 26-27）。政黨體系瓦解或是政黨體

系較無法制度化的國家，會造成高度個人化的政治競爭，選民不是

依據政黨或是政綱而投票，而是以選人為主，從認為較能真正代表

人民的候選人中選出一位，促成民粹主義的蓬勃發展（Roberts, 2015, 

pp. 148-149）。具體政黨體系瓦解的國家有波利維亞（2005）、哥

倫比亞（2002）、義大利（1994）和委內瑞拉（1994）（Morgan, 

2011, pp. 29）。這些國家在歷經政黨體系崩潰的嚴重危機時，同時

也經由選舉選出民粹主義的總統或總理。例如，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

斯（Evo Morales）、哥倫比亞總統馬奎斯（ Iván Duque Márquez）、

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和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Hugo Chávez）

（Casey & Abad, 2018; Kyle & Gultchin, 2019）。傳統政黨失去選民

的支持，導致政黨體系的瓦解，讓民粹主義領袖的政黨得以透過直接

的訴求來爭取選民的支持，成為新的政黨體系中的主流政黨。3 

  

                                                        

3. 相反地，如果政黨體系相當穩固以及選民對於現狀不滿，仍有政黨（例如左派政黨）可以

為其表達訴求時，較不容易出現民粹主義或是民粹主義的總統（Roberts, 2015, pp. 154-155）。

換言之，政黨體系的鞏固或是瓦解是民粹主義衰弱或是興起的關鍵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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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粹主義的動員 

民粹主義的動員會強調危機的嚴重性，倡導強的領導以及迅速

的政治行動來防止和解決迫切的危機（Moffitt, 2015, pp. 190）。民

粹主義領袖動員的模式是：一、找出政策的失敗之處；二、連結多重

的政策失敗；三、透過媒體宣傳；四、區分導致危機的領袖和受到危

機影響的人民；五、提出簡單的解決方案和提倡強的領導；六、持續

地傳播散佈危機的訊息（Moffitt, 2015, pp. 198）。民粹主義動員的

策略是將邊緣化的社會部門例如窮人、被排除的或先前沒有被動員

的人民，讓他們參與公共政治的領域，同時經由這些民眾所認可的反

菁英和民族主義的論述來進行民粹動員（Jansen, 2001, pp. 83）。民

主政治的運作過程中，因為資源的有限性，無法讓所有的人民感到滿

意，特別是經濟較為弱勢的族群或是政治上無權力的民眾。民粹主義

的領袖透過民粹主義的論述與這些不滿意民主運作或是對於既有政

黨失望的群眾進行直接的連結，很容易獲得回應和支持。以歐洲的右

派民粹主義政黨崛起的支持基礎來看，反移民政策、反對減少福利支

出的經濟制度、反對菁英和腐化的議題是民粹主義政黨所主張的重

要綱領，也是這些政黨獲得國會席次，甚至是執政權力的原因

（Ivarsflaten, 2008）。拉丁美洲民粹主義的特色是民粹主義領袖以贏

得權力和運作權力為首要的目標，而有關社會和經濟政策的分配是

其動員的策略，這些民粹主義領袖對於實際政策、理念和意識型態的

主張通常是採取機會主義式的方式，並沒有很強的承諾（Weyland, 

2001, pp. 11）。民粹主義的核心是強調掌握權力和相對弱勢之間的

差異以及反對現狀的制度，希望能夠有劇烈的改變，民粹主義可能會

存在於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政治組織、既存政黨、工會等（Laclau, 



142 東吳政治學報/2023/第四十一卷第二期 

 

2005, pp. 38-44）。4 綜觀之，民粹主義領袖和民粹主義政黨的動員

方式是建立由上而下的連結，民粹領袖藉由提出重新分配的政治和

經濟政策的主張來吸引大眾的支持和增加正當性，其最終的目的是

贏得和操控政治權力。   

五、民粹主義和民主崩潰 

民粹主義對於民主政治可能會造成負面的影響。民粹主義者主

張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必須要分離開來，自由的規範和自由的政策

會弱化民主政治和傷害人民以及自由的制度會防止人民執行以其利

益為主的民主行動，因此必須被排除（Galston, 2018, pp.5）。從民主

社會發展出來的民粹主義可能會變成是煽動政治（demagoguery）5；

煽動政治起因於社會不穩定和嚴重的社會分歧，而民粹主義是將人

民的不滿轉換成權力的一種策略6（Urbinati, 1998, pp. 112）。民粹主

義的領袖會用譁眾取寵的方式來進行動員時，會訴求任何的承諾，不

管這些承諾是不是能夠達成，只要可以達成其目的就好了（Arditi, 

2005, pp. 76）。民粹主義者擅長將目前體制所忽略的議題政治化，

並運用道德的語言作為動員特定選民的有力機制（Rovira Kaltwasser, 

2017, pp. 501）7。民粹主義者以訴求人民為動員策略，可以快速進入

                                                        

4. 有關 Laclau（2005）民粹主義的討論和批判請參閱林淑芬（2005）。另外，國內有關民粹

主義的分析請參閱胡正光、江素慧（2020）、黃昱珽（2014）、黃昱珽、蔡瑞明（2015）。 

5. 所謂的煽動政治家是取代過去菁英政客，快速崛起的烏合之眾的領袖（Signer, 2009, 

pp.34）。部分的民粹主義領袖可以界定是成功爭取人民支持的煽動政治家。 

6. 民粹主義採取反菁英的立場，但同時民粹主義強調民粹領袖的重要性，基本上也是一種隱

藏式的菁英主義邏輯（Urbinati, 1998, pp. 113）。 

7. 有關民粹主義可以成為民主政治的矯正手段之討論請參閱 Canovan（2003）、Rovira 

Kaltwasser（2012; 2014）。民粹主義政黨的出現有利於政黨體系重組之觀點請參閱 Kreisi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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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政府體系來掌握統治權力（Finchelstein & Urbinati, 2018, pp. 

10）。民粹主義對於社會既存的知識、經濟和政治的菁英採取敵對的

態度，認為他們濫用權力，同時認為他們不是人民的一部分；民粹主

義政黨和領袖通常會宣稱他們的政治反對者不能正當地代表人民，

只有他們才可以代表人民（Abts & Rummens, 2007, pp. 418-419）。

民粹主義的意識型態主張人民是同質性的團體，對於反對這種集體

認同的人民是不能接受的，其具有高度的排他性（Rummens, 2017, 

pp. 563）。  

民粹主義所界定的人民與民主政治的人民是極為不同的：一、民

粹主義的人民是無區別的大眾，而民主政治的人民是指公民、工人、

協會或政黨等；二、民粹主義認為具有相同血緣和共同歷史的民族才

是人民，而民主政治認為只要是公民，都具有相同的權利和責任；

三、民粹主義認為社會中較不富裕的組成份子以及被目前體制所剝

削的人民才構成人民，而民主政治是不區分階級的（Pasquino, 2008, 

pp. 15-16）。民粹主義與民主政治最大差異是排它性和包容性。另外，

民粹主義者的出現會造成政治系統極化的現象，因為他們會動員

一部份對於現狀不滿的選民來對抗腐化的菁英（Mudde & Rovira 

Kaltwasser, 2018, pp. 1682）。再者，民粹主義運動的目標是反對國

會的立法程序，認為國會基本上會造成決策權力的癱瘓，主張應該

由人民的意志來制定法律，甚至認為人民的意志可以超越法律

（Urbinati, 1998, pp. 118-119）。民粹主義者認為所有的立法權是屬

於人民的，權力分立和非民選的法官都是違反民粹主義的原則

（Akkerman, 2003, pp. 155）。民粹主義主張不需要民主政治的審議

式討論或是政黨政治，認為克里斯瑪型的民粹領袖可以直接代表人

民發聲和行動，必要的時候甚至可以為了大眾的主權來犧牲憲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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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Abts & Rummens, 2007, pp. 408）。  

民粹主義者執政之後，會經由權力集中、弱化權力制衡、忽視反

對聲音以及將選舉轉變成是民粹領袖的公民投票等方式來改變，甚

至是破壞憲政民主（Urbinati, 2013, pp. 137）。民粹主義領袖掌握權

力之後，會動員多數群眾以及改變憲法，讓自己不受監督和制衡

（Finchelstein & Urbinati, 2018, pp. 10）。民粹主義者誓言打擊貪污，

但是當他們握有權力形成民粹政權之後，長期而言需要分配恩惠和

使用國家資源來保護其聯盟或多數，其不僅沒有抑制貪汙，反而加速

促成貪汙（Urbinati, 2019, pp. 117）。甚至，民粹政府會使用宣傳和

傳播的方式來醜化反對黨，使得反對黨無力挑戰既存的多數，民粹主

義者認為反對黨不是由對的人民（ the right people）所組成，所以其

是不正當的（Urbinati, 2019, pp. 120）。民粹主義最終成為民主政治

的幽靈之主要原因有三：一、民粹主義者在新興媒體的協助下，可以

直接向人民訴求，會出現強有力的領袖取得超越黨派的正當性；二、

民粹主義的追隨者宛如瘋狂的足球迷一樣，採取激烈的手段來參與

政治；三、民粹主義者對於行政機關以外的權力機關是不信任的，一

旦掌握政治權力之後，會以代表人民的意志為名來實踐威權統治來

排除這些權力機關的影響力（Arditi, 2004, pp. 141-143）。民粹主義

在民主政治的體制中生根茁壯之後，經由克里斯瑪型領袖的權力集

中、加速貪污和箝制反對黨等手段來瓦解民主政治。  

民粹主義領袖獲得政治權力之後，人民的意志不會反應在政治

上，因為人民的意志只是民粹主義領導者獲得自主性的工具，一旦握

有政治權力之後，會變成強的領導和弱的公民，甚至是形成以行政部

門為主的專制統治（Sozen, 2019, pp. 3）。民粹主義者一開始會強調

民主政治的直接參與，但是實際運作上不接受民主政治的多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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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代議政治，賦予克里斯瑪型領袖完全的權力，最終來摧毀民主政

治。民粹主義政黨取得政治權力之後，會經由一連串的措施將原本的

民主政體，轉變成民粹政體：第一，民粹主義政黨依賴克里斯瑪型的

領袖來領導和統治；第二、民粹主義政黨追求政治極化的策略，排擠

反對勢力；第三、民粹主義領袖或政黨會任用忠誠的支持者擔任國家

重要的行政職位；第四，擴大行政的權力，抑制其他的權力機關；第

五，控制媒體、司法、教育和獨立機構；第六、制定討好選民的民粹

政策，來進行恩寵分配；第七、進行劇烈的憲法改革讓政權轉型

（Pappas, 2019a, chapter 5; Pappas, 2019b, pp. 71）。部分歐洲民粹主

義政黨獲得執政權力之後，破壞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則，反對個人權

利、言論自由和權力分立（Albertazzi & Mueller, 2013, pp. 349）。因

此，民粹主義政黨宣稱擁護民主，但卻採取不自由的手段來破壞民主

的自由制度（Pappas, 2016b, pp. 29）。民粹主義中有關直接民主的主

張，與民主政治的體制是相容的，同時民粹主義領袖也會透過民主體

制內的競爭方式來參與選舉，然而當其贏得政治權力之後會破壞民

主政體的自由精神和制衡機制，遂行威權統治。等於是從民主的內部

來腐蝕民主。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民粹主義者都能夠讓民主政治窒息或變成

民粹主義政權。過去的研究指出，只有在具有脆弱制度（如制度不穩

定、違憲或違法的制度改變、容易變遷）和外部危機（如經濟危機、

安全危機和能源危機）兩項特徵的國家中，民粹主義者才較能遂行其

對於民主政治的翻轉，例如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Hugo Chávez）、

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Evo Morales）、厄瓜多總統柯利亞（Rafael 

Correa）、祕魯總統藤森（Alberto Fujimori）、匈牙利總理奧班（Viktor 

Orbán）、土耳其總統厄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相對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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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弱的制度和外部危機兩項特徵，因此民粹主義總統川普無法扭

轉美國的民主政治（Weyland, 2020, pp. 398）。8 脆弱制度和外部危

機的分析可以解釋民粹主義者如何摧毀和破壞民主政治的運作，但

這兩項因素無法解釋有些民主國家如何成功地制衡民粹主義者的擴

權和獨大。有別於脆弱制度和外部危機因素有利於民粹主義者遂行

獨裁的觀點，本文主要是從組織屬性和國會支持兩項因素來分析為

何有些特定的民粹主義領袖上台之後造成民主崩潰，而有些民粹主

義領袖受到權力的制衡，產生了民主均衡。經由組織屬性和國會支持

兩項因素的互動變化，才能解釋民粹主義與民主政治競爭結果的優

勝劣敗。  

本文的研究方法採取所謂的結構性比較方法，透過建構類型

（ typology）來進行分析（Collier, Laporte & Seawright, 2008, pp. 162-

163）。首先，本文先區分民粹主義型的政黨領袖和個人化的民粹領

袖，並且指出兩者之間差異和影響。其次，本文依據國會制衡和國會

支持兩種類型來分析民粹主義領袖的政治機會結構。不同的民粹主

義者之組織方式和政治機會結構互動之後，如何對於民主政治的運

作產生影響是本文的論證方向。本文除了建構類型來進行解釋分析

之外，同時也會運用過程追蹤（process-tracing）的研究方法來分析

民粹主義領袖執政的國家個案。所謂的過程追蹤是指分析一個個案

內有關過程、序列、各種事件的匯聚，藉此來分析和測試可以解釋關

於個案的因果機制之假設（Bennett & Checkel, 2015, pp. 7）。使用過

                                                        

8. Weyland（2020）的研究特別強調制度因素如何影響民粹主義的興起，而 López & Luna

（2021）則認為必須關注制度所鑲崁的因素如不平等、族群分歧和政治態度的轉變對於民

粹主義的影響。另外有關川普總統對於美國政治影響的悲觀看法請見 Levitsky & Ziblat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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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追蹤的方法有兩個任務：一、研究造成結果的可能原因有哪些；

二、測試特定原因是造成結果的主要驅動原因（Mahoney, 2015, pp. 

201-202）。本文所使用的過程追蹤方法來搜尋因果機制的解釋是屬

於系統性和結構性的推論，特定的原因是結果發生的必要因素或是

充分因素，而不是機率式或條件式的推論（Mahoney, 2008, pp. 417-

418）。因果機制的驗證依賴個案事件的描述以及分析特定原因如何

促成中介原因的出現，最終導致結果發生的過程。9 本文主要的問題

意識是當特定民主國家出現民粹主義者掌握全面政治權力或部分政

治權力時如何影響民主政治的崩潰和均衡。具體來說，本文分析特定

國家為何出現民粹主義的領袖、組織或政黨、民粹主義領袖執政之後

對於憲政秩序或是民主體制如何進行破壞或重整、民粹主義的領袖

如何受到制衡和監督、以及民主政治如何受到民粹主義的挑戰等重

要面向。本文將論證指出民粹領袖的組織特性和權力機構制衡力量

的大小是促成民粹領袖翻轉民主政治成功或失敗的必要原因。  

參、分析架構：民粹領袖的組織動員和國會

支持 

民粹領袖的崛起可以分成以下幾種途徑。一種是民粹主義政黨

的領袖，其領導民粹主義政黨和成員，經由選舉掌握政治權力。如厄

瓜多的柯利亞總統（Rafael Correa）、匈牙利的總理歐爾班、義大利

總理貝魯斯柯尼。另外一種是民粹主義領袖是政治局外人，自行組織

                                                        

9. 政治學研究中，描述和因果關係是緊密連結的，描述屬於回答是什麼的問題，而因果關係

則是回答為什麼的問題，描述會包含在因果關係的論證之中（Gerring, 2012, pp. 72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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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團體，經由公民連署，變成總統候選人，最終贏得總統大選，例

如祕魯的藤森總統。美國川普總統不屬於前面兩種模式，因為其原先是

政治局外人，經由初選方式獲得政黨提名，最終成為民粹主義的總統。 

過去的研究指出，如果民粹領袖執政之後，仍然只依靠個人的民

粹組織來進行動員和支持時（選舉的民粹主義），其權力較無法鞏固

或維繫；如果民粹領袖上台之後持續運作政黨組織來進行動員時（黨

派的民粹主義），較容易形成強大的支持基礎來對抗反對勢力和鞏固

自己的權力（Roberts, 2006a）。有關民粹主義政黨組織型態和選舉

表現的研究指出，具有強力的領導或克里斯瑪型領袖的民粹主義政

黨可以讓政黨提高能見度以及贏得選舉勝利，但是如果這種民粹主

義政黨缺乏穩固的政黨組織時，選舉勝利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無法

持續穩固地獲得選民的支持（Gherghina & Soare, 2019）。強力領導

或克里斯瑪型領袖的民粹主義政黨是一種由上而下動員的政治組

織，具有有限的成員、階層化的結構、高度的集權化，只順從領導者

的意志來吸引選票支持（Gherghina & Soare, 2019, pp. 9）。換言之，

強力的領導和克里斯瑪型領袖所領導的民粹主義政黨並不是組織化

的政黨，而只是一種民粹組織。民粹組織是民粹主義領袖和民粹選民

的直接連結，通常是為了贏得選舉所成立的政治組合。對於民粹領袖

來說，以民粹組織的方式，而不是政黨組織的方式來進行民粹動員，

可以證成是認同或是更接近一般人民的象徵（Roberts, 2015, pp. 

149）。民粹主義政黨則是透過政黨機器、政黨幹部和立法代表等建立

的支持基礎，不僅是選舉的機器，同時也是行政和立法運作的核心。 

民粹主義領袖掌握政治權力的情況可以分成兩種。第一種是全

面性的控制，同時贏得總統和國會選舉或是內閣和國會的多數。第二

種是部分性的控制，民粹主義領袖只贏得總統職位，但卻沒有控制國

會多數或是民粹主義政黨參加聯合內閣分享政治權力。第一種民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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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領袖的全面性控制會比第二種部分性的控制，對於政治體系的

影響更大。在第二種的情況下，民粹主義的領袖可能會面臨國會的挑

戰或是其他政黨的制衡10。本文的目的在於解釋有些民粹主義者掌握

權力之後讓民主產生崩潰，有些民粹主義者掌握權力之後，遭受反對

勢力的挑戰或抗衡，讓民主得以再次出現均衡。  

過去有關極端主義政黨和民主之間關聯性研究指出，當極端主

義政黨11 和其意識型態距離較近的政黨結盟之後同時掌握國會多數

時，很容易導致民主崩潰；當立場中間的政黨吸納這些與極端主義政

黨距離較近的政黨之後同時掌握國會多數時，較容易維繫民主存活

（Capoccia, 2005, pp. 18-22）。民主政體通常會採取四種不同的策略

來解決極端主義政黨所產生的問題：一、強化民主：民主政體認為極

端主義政黨的政見和活動對於民主政治是有害的，主張透過立法來

限制極端主義政黨的政見和活動；二、吸納策略：將極端主義政黨納

入政治體系中，弱化極端主義政黨的力量；三、清洗策略：強化民主

官僚的忠誠支持以及起訴過去威權政體的官僚和人士；四、民主教

育：強化民主的價值和信念來減少極端主義政黨的影響（Capoccia, 

2005, pp. 49）。類似的研究強調，對於極端主義的政黨可以採取對

抗（法律禁止）、吸納、忽視或合作等不同強度的策略（Downs, 2012, 

pp. 31）。廣義的來看，極端主義政黨與民粹主義政黨有一些類似性，

因為兩者都是直接訴諸選民，最終目標是取得執政地位。  

本文的焦點是民粹主義領袖的政治權力如何受到其他權力機關

                                                        

10. Taggart & Rovira Kaltwasser（2016, pp. 351）研究指出，義大利的民粹領袖和民粹政府受

到總統、司法機關、國際市場和政黨的制衡，而波蘭的民粹領袖和民粹政府的施政受到公

民組織和憲法法庭的杯葛。 

11. 這裡的極端主義政黨指的是德國希特勒的納粹黨和義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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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國會的制衡、傳統政黨和民粹主義的政黨在立法領域中如何競爭

以及民粹領袖如何組織動員。當民粹主義領袖同時掌握行政機關和

立法機關時，如何透過修改憲法、制定行政命令和國會法律來執行民

粹主義的政策，並摧毀民主體制和奠基威權統治也是本文所側重的

焦點。根據民粹主義的組織型態和國會的支持或制衡兩個指標可以

搭建成四種不同的互動類型。第一、政黨體系的極化：當民粹領袖是

以民粹主義政黨作為動員的支持基礎，但卻沒有掌握國會多數時，其

會面臨國會的制衡，導致國會形成支持民粹主義和反對民粹主義的

極化現象和總統或總理可能選擇越過國會，以行政命令來進行單邊

的統治。12 民粹主義認為民主政治應該由人民直接參與，民主政治

的支持者認為民主政治應該由人民選出的代表來進行決策，這種分

歧容易形成極化的現象。民粹主義研究者（Mudde, 2004, pp. 558）提

到，民粹主義的支持者並不是要求直接參與民主政治的運作，而是希

望民粹主義的領袖了解他們的需求，透過政策來實現他們的夢想，因

此民粹主義的支持者不需要太多的政治參與。民粹主義者在獲取權

力的過程中，需要民粹支持者的直接政治參與。然而，一旦當選之

後，因為民粹支持者已經把權力授與給民粹主義者，支持者不需要太

多的政治參與。換言之，直接民主只是民粹主義獲取權力的手段，而

不是民粹主義者進行治理的方法。  

第二、政黨內部的裂解：個人化的民粹主義領袖與國會制衡的結

合會形成政黨內部的裂解或是同黨的國會議員與民粹領袖所支持的

                                                        

12. 當民粹主義政黨控制國會多數時，可能會使反對派團結對抗其意識型態或政治立場不同

的民粹主義政黨，因而造成政黨體系極化現象。然而，匈牙利在 2010年右派民粹主義政

黨 Fidesz 控制國會絕對多數由總理 Viktor Orbán 執政之後，政黨體系出現極化現象，但

反對勢力的另一個右派民粹政黨 Jobbik 與左派社會黨 MSZP 因為意識型態的關係，仍無

法團結一起（Enyedi, 2016, pp. 21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iktor_Orb%C3%A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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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出現分歧時，民粹領袖可能會透過行政命令的方式來排除執政

黨黨內和反對黨的阻力。13 政黨內部的裂解凸顯民粹領袖無法完全

掌握政黨權力，政黨內部出現反對或制衡的力量。當政黨或是國會的

力量可以制衡民粹領袖的擴權行為時，即形成民主均衡的現象。所謂

的民主均衡是指民主的政治過程一開始出現了危機，最後克服危機，

恢復民主正當性的層次（Linz, 1978, pp. 87）。  

第三、民粹體制的鞏固。當民粹主義的領袖是以政黨組織來動員

以及國會獲得多數支持時，其可以透過行政和立法的合一來建構和

鞏固民粹體制。民粹領袖為了鞏固其權力基礎，會透過國會來制定依

侍政策（clientelistic policies）來凝聚支持者的團結（Barr, 2009, pp. 

42）。民粹主義領袖掌握權力或取得執政後，將會掠奪國家資源、進

行大眾式的恩寵分配和歧視性的執行法律（Müller, 2017, pp. 596-

597）。當民粹主義領袖持續獲得多數民眾的支持時，不僅可以增加

統治的正當性，甚至有利於權力的延續。例如，民粹領袖因為任期結

束而下台時，其繼任的民粹領袖在前任的穩固基礎上，也較容易延續

這樣的體制。第四、民粹體制的崩潰：當民粹領袖是以個人化的民粹

組織進行動員時以及擁有國會多數支持時，可以建立個人化的政治

支持。個人化的民粹組織有利於權力集中，但因為缺乏政黨幹部或議

員代表的中間連結，導致民粹組織結構鬆散，很容易因為民粹主義領

                                                        

13. 首先，當個人化的民粹主義領袖控制國會多數時，如果組織成員不贊同該領袖方向，依舊

有可能造成政黨分裂。其次，民粹主義政黨相較於個人化組織較不會發生同黨的國會議員

與民粹領袖的政策分歧導致政黨分裂的原因是民粹領袖和民粹政黨的國會議員共享權力

和利益的分配，與個人化民粹組織權力集中於民粹領袖一人不同。最後，個人化民粹組織

的功能是協助民粹領袖掌握政治權力，當民粹領袖執政之後，個人化民粹組織不一定會變

成政黨在政黨體系中競爭，較不會發生政黨極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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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失勢之後，民粹組織就一同崩潰或瓦解。14 有關民粹主義的組織

運作和國會的互動對應請參閱表 1。  

民粹主義是民主政治運作所形成的現象或產物。當人民對於政

府或是政黨施政不滿的時候，很容易轉而支持民粹主義的領袖。因為

這些領袖通常會主張這些權力菁英是腐化的，人民是純潔和善良的，

只有支持民粹領袖才能改變政治體制，將政治權力還給人民。當民粹

領袖取得權力之後，會以人民之名來制定政策，同時會以人民的敵人

為藉口來削弱反對民粹領袖的勢力或政黨。民粹領袖會透過由下而

上的動員來奪取權力，再利用集權的機會來排除可能的制衡和障礙。

不同的民主國家都可能會出現民粹主義的領袖或政黨。有些民主國

家因為民粹主義領袖的掌權而崩潰，有些民主國家雖然出現民粹主

義的領袖或政黨的現象，但是因為反民粹主義的勢力較為強大，透過

監督和制衡，讓民粹主義者無法完全控制政治體系的運作。本文的雙

重目的是解釋民粹主義如何導致民主崩潰以及民主體制如何制衡民

粹主義的發展，形成民主均衡。  

希冀透過雙元分析的策略可以釐清民粹主義與民主政治之間的

複雜關係。本文以民粹主義者的兩種不同組織運作和國會對於行政

部門的制衡或支持的變數來選擇相關的個案，這些個案包含總統制

（美國、厄瓜多）、議會制（義大利）和半總統制國家（祕魯），凸

顯民粹主義現象皆可能出現在不同的憲政體制之中。本文主要的研

究關懷是民粹主義者或民粹主義政黨經由選舉獲得政治權力後對於

                                                        

14. 如果民粹領袖憑恃個人化的民粹組織不能夠取得國會多數支持，也可能導致該組織的瓦

解，但也可能該民粹組織沒有瓦解，在國會中仍佔有一定的席次，如法國民粹主義領袖

Marine Le Pen 競選總統失敗，但其所領導的政黨國民聯盟在國會仍占有約 15.4%的席次

（ParlGov,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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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體制的影響。總統制或半總統制，相較於內閣制來說，因為總統

任期是固定的，行政運作較為穩定，內閣制的民粹主義政黨執政的時

間可能比總統制的民粹主義政黨執政的時間更短。本文焦點是民粹

主義者或民粹主義政黨執政後的影響，運用比較方法的最差異法則

和最相似法則分析不同的憲政體制下可能出現的民粹主義運作之結

果（Przeworski & Teune, 1970, pp. 32-39）。最差異法則的運用是當

條件不同的民主國家皆出現民粹主義政黨領袖掌握政治權力和國會

支持兩項因素互動之後，較容易產生民粹體制的鞏固。而最相似法則

的運用是當民主國家沒有出現民粹主義政黨，而是個人化的民粹組

織時，縱使有國會多數支持民粹領袖，民粹體制仍然會出現崩潰。  

這四個個案中，美國是兩黨制，厄瓜多在民粹主義總統柯利亞上

台時是多黨制，柯利亞總統執政之後，國會變成兩黨制。義大利和祕

魯是多黨制國家。15 不同的政黨體系下，國會制衡的基礎是不同的，

因此對於民粹主義者或政黨執政後的影響和制衡也會產生不同的結

果。換言之，政黨體制的差異是解釋不同依變數結果的關鍵變因。從

依變數的結果來看，美國的個案突顯民主的均衡、厄瓜多和匈牙利是

民主的崩潰和民粹體制的鞏固、義大利是民粹主義的多元現象造成

其政黨體系的極化，但是卻沒有出現民主崩潰、祕魯突顯民粹體制

的脆弱和瓦解。本文的依變數之一民主崩潰是所謂的民主倒退

（democratic backsliding），指涉掌握國家機器的領導人將維繫民主

政治的制度或機構虛弱化或排除（Bermeo, 2016, pp. 5）。民主倒退

的結果會讓一些國家表面上可能仍然維持民主政治的外觀，但實際

上民主的制衡機制已經失去功能。民粹主義者贏得選舉掌握行政權

                                                        

15. 除了這些國家以外，土耳其、希臘和波利維亞等國家也有民粹主義者上台執政的經驗，同

時這些民粹領袖都有民粹主義政黨和國會多數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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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後，如果有民粹政黨的支持以及同時控制國會多數的話，較容易

鞏固其民粹體制，進而脆弱化民主機制。如果是個人化的民粹組織反

而導致民粹主義者的權力過度集中，促成反民粹主義者的團結和挑

戰，最終造成民粹體制的崩潰，讓民主得以再次維繫均衡。民主政治

運作上所產生的矛盾如民主決策者忽略人民關注的重大議題以及菁

英和人民的經濟不平等是促成民粹主義出現的背景原因，當具有擴

權野心的民粹主義者擊敗傳統建制體系的菁英上台執政並控制國會

多數時，弱化或破壞民主的監督或制衡機制以及箝制反對勢力時，民

主體制轉變成民粹主義體制。民粹主義的獨裁者是經由民主選舉上

台的政治領袖，但最終卻成為終結民主的推手。16 

本文透過類型建構企圖建構一般性的通則，個案分析的國家是

例舉說明，其他的民粹主義國家而不在本文分析的個案也可以納入

來分析說明這些類型。本文認為民粹主義的組織運作和國會的對應

會影響政治運作的結果。民粹主義領袖如果是以政黨支持為基礎會

比以個人化組織為支持基礎以及民粹主義領袖獲得國會多數的支持

的情況下更容易促成民粹體制的維繫，而個人化組織以及國會的制

衡較容易達成民主的均衡。我們可以用民主倒退的變化程度來進行

排序。個人基礎的民粹主義加上國會多數的支持，將會是最糟糕的情

況，因為會形成民粹主義者集權式的獨裁，面臨最少的制衡。民粹主

義領導者如以政黨為基礎，同時也有國會多數支持的話，傷害民主程

度也會不小。以個人為基礎的民粹主義者掌握政治權力，但面臨國會

強力制衡的話，其對於民主的傷害程度較小。以政黨基礎的民粹主義

者需要面對國會制衡時，對於民主傷害相對來說是最小的或是暫時

                                                        

16. 當然不是所有的民粹主義者都具有獨裁野心或是反對民主政治中的制度，有些民粹主義

者是主張民主政治應該將權力下放，讓公民可以直接參與政治或行政的決策。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search.jsp?word=%3D%E7%AE%9D&v=1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search.jsp?word=%3D%E7%AE%9D&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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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從國際機構自由之家兩項評估民主的指標如政治權利和公民

自由來看，義大利政治自由指標是 1 和公民自由指標是 1、美國政治

權利指標為 2 和公民自由為 1、厄瓜多政治權利指標為 3 和公民自

由指標為 4、祕魯政治權利指標為 5 和公民自由指標為 4（Freedom 

House, 2023）。符合本文的民粹主義類型與民主程度高低的因果關

係。整體來看，以個人基礎的民粹主義者，在沒有國會支持的情況

下，會對民主社會造成一些傷害；但是如果有國會支持，加上民粹主

義者個人的權力行使，是極有可能直接瓦解民主。所謂的民主倒退可

以區分成民粹主義者對於民主體制的傷害，或是民粹主義者對社會

包容的傷害（極化的結果）。當兩者都有，很可能會造成民主崩潰的

危機，如果只有其中一種，會形成民主倒退（體制傷害或社會傷害）。

如果民粹主義者無法產生體制傷害或是社會傷害的話，則會形成是

民主均衡。  

表１  

民粹主義的組織運作、國會對應和民主運作  

  國會制衡或支持  

  國會制衡  國會支持  

 

 

民粹主義領袖  

政黨基礎  

民粹政黨的競爭  

義大利  

民主均衡  

民粹體制的鞏固  

厄瓜多、匈牙利  

民主倒退  

個人基礎  

政黨內部的裂解  

美國  

民主均衡  

民粹體制的崩潰  

秘魯  

民主倒退  

資料來源：個人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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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個案研究 

一、美國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推出的候選人川普贏得選舉成為

美國第 45 任總統。川普總統的競選風格和選舉語言，成為近年來美

國頗為罕見的民粹主義總統。美國特定的政治特徵較容易促成民粹

主義者的崛起。美國開放性初選的低門檻制度，讓民粹主義者有機會

獲得提名資格，同時溝通科技的改變如社群媒體讓參政門檻降低、美

國兩大政黨的支持度下降、以及美國兩大政黨的族群支持基礎過於

單一，容易讓民粹主義者透過民粹訴求來取得多數的支持（Lee, 

2020, pp. 373-379）。川普總統運用社群媒體和傳統媒體來進行所謂

的憤怒民粹主義的（angry populism）動員，其會故意表達憤怒來進

行廣泛的訴求，利用排他性來凝聚團結支持者，其主要的標的對象是

目前的政治建制、文化和經濟的菁英、移民和少數族群（Wahl-

Jorgensen, 2019, pp. 117）。民粹主義總統上台後通常會訴諸人民的

意志來執行政策，甚至是擴大權力破壞民主政治的制衡機制。然而，

美國民主政治運作出現的一些特徵可以抑制民粹主義者威權傾向的

完全實現。一、美國總統制的制度特徵如權力分立和制衡形成很多的

否決點，以及美國總統的正式和非正式權力，比之於其他的總統制國

家的總統相對較弱；二、川普總統雖然贏得多數共和黨選民的支持，

但其並沒有控制共和黨，且同時必須面對共和黨領袖和國會議員對

他的挑戰；三、美國國會政黨極化現象嚴重，讓川普總統很難獲得多

數支持；四、美國面臨嚴峻，但卻是可以解決的經濟危機，讓川普總

統很難贏得一般獨立選民和民主黨的支持者而成為聲望很高的民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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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者（Weyland & Madrid, 2018）。17 

川普總統在任時常常對於政治人物和媒體進行侮辱、威脅和言

語攻擊，以及違反民主的透明性和有責性，但其卻無法成功地箝制公

民社會、反對勢力和扭曲選舉的公平場域；相反地，川普總統易怒和

衝動的行為反而激勵了對手、政治團體和公民對於他和他的支持者

之反制和競爭，換言之，川普總統意外地動員了反對勢力、促進選舉

參與，強化了民主的競爭性（Weyland & Madrid, 2019, pp. 6-7）。川

普總統在憲法上擁有行政命令權和人事任命權，但是總統頒布的行

政命令必須受到司法審查和立法否決，行政任命權也必須得到參議

院的同意，因此川普總統很難運用公民的複決來規避或繞過這些權

力分立的機關（Roberts, 2019, pp. 143）。美國總統制的設計下，國

會權力是不尋常的強，而總統權力則是相對地弱，例如美國總統對於

聯邦預算的控制、設定國會議程或是尋求支持行政部門提案的能力

上相對較弱，同時美國總統是不能解散國會的（Lee, 2020, pp. 381-

382）。雖然一開始川普總統控制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國會多數，但在

參議院的共和黨國會議員的席次只有些微過半 52 席，離否決議事阻

撓程序 filibuster 的 60 票，還有 8 票，因此需要部分民主黨參議員的

支持才能通過改革法案（Herbert, McCrisken & Wroe, 2019, pp. 160-

161）。換言之，參議院的反對黨可以制衡川普總統推動民粹主義的

政策。  

甚至，共和黨黨內的分裂也成為民粹總統遂行單邊統治的絆腳

石。共和黨國會議員對於如何治理相當地分歧，以及共和黨國會議員

                                                        

17. 所謂政黨極化現象是指美國民主和共和兩黨的激烈競爭，相關的討論可以參閱 Bond & 

Fleisher（2000）。政黨內部的裂解是指政黨內部之間的權力和立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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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反對總統和國會領袖的慣例（Herbert, McCrisken & Wroe, 2019, 

pp. 161-162）。在共和黨控制參議院和眾議院國會多數的一致政府

下，共和黨內部的分歧導致國會審查許多重要法案如撤銷歐巴馬總

統的健保法案、舉債上限法案和移民法案的過程中，部分共和黨國會

議員選擇反對或是不支持總統屬意的法案內容，最終造成法案無法

順利通過（Edwards, 2018, pp. 466-467）。共和黨控制多數的國會並

沒有讓川普總統的立法更順利，反而因為共和黨內部極端保守派的

眾議員和溫和保守派的眾議員對於撤銷歐巴馬總統的健保法案之立

場出現嚴重分歧以及在參議院共和黨無法聚集過半數的參議員來支

持撤銷健保法案（Binder, 2018）。2018 年一整年中，川普總統對於

16 個法案表達支持的立場，但是在共和黨控制多數的參議院並不支

持其中的 7 個法案（Edwards, 2021, pp. 7）。幾個川普總統誓言通過

的重要法案如健保改革、基礎建設支出和移民法案最後都沒有通過，

甚至共和黨國會議員否決總統所提的預算刪減法案或通過與總統反

對的法案內容（Edwards, 2021, pp. 17）。換言之，共和黨黨內的分

歧和對立讓川普總統無法通過屬意法案或是設定立法議程。沒有共

和黨的多數支持，再加上反對黨民主黨的掣肘，很難讓川普總統可以

咨意地執行民粹立法或政策。  

根據美國的憲法設計，美國國會可以對於總統進行彈劾。美國憲

法規定眾議員可以提出彈劾案，經由參議院出席議員的三分之二可

以通過彈劾案（美國憲法第 2 條）。2019 年民主黨控制多數的眾議

院以濫用權力和妨礙國會調查兩項罪名通過對於川普總統彈劾案的

提案，彈劾案送至參議院，並沒有獲得三分之二的多數，失敗告終。

然而，共和黨參議員羅姆尼，也是 2012 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針對

總統濫用權力的彈劾案投下同意票（Balz & Costa, 2020）。美國眾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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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以 2021 年 1 月 6 號，川普總統疑似煽動群眾攻入國會山莊為由進

行第二次彈劾。眾議院以 197 票通過彈劾提案，其中有十位共和黨

議員支持彈劾案（Office of the Clerk,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2021）。參議院針對眾議院的彈劾提案進行投票，最終以 57 票贊成

彈劾，43 票反對彈劾，雖然沒有通過 2/3 之門檻，但是共和黨參議

員有 7 位投下贊成彈劾票（Bredemeier, 2021）。這兩次的彈劾案可

以看成是國會對於川普總統的權力制衡，特別是第一次是在川普總

統在任時的彈劾案。  

美國特定的政治制度特徵促成或阻礙民粹主義的出現和發展。

一、美國國會擁有立法的主導權，這樣的權威會限制川普總統在施政

上的行動空間；二、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嚴重對立讓川普有機會可

以贏得總統職位，但是兩黨的對立也讓川普總統很難形成一個有效

的治理聯盟；三、美國共和黨所推行的政策，比較傾向於對富人有利

的財閥政治，這樣的方向反而離間了原本支持川普當選的農業和中

間收入的選民；整體來看，美國的政治制度促成了民粹主義的選舉

表達，但是美國的政治制度也沖淡了民粹主義對於治理的影響

（Pierson, 2017, pp. S106）。美國的個案凸顯個人式的民粹主義和國

會的制衡，造成共和黨本身的分裂或裂解，但最終並沒有導致民主體

制的崩潰。  

二、義大利 

2001 年義大利國會選舉結果揭曉，商業鉅子出身的民粹主義領

袖貝魯斯柯尼所領導的自由之家（House of Freedoms）政黨聯盟贏得

國會下議院總數 630 席中超過半數的 368 席，得以籌組內閣和擔任

總理。總理貝魯斯柯尼和其政黨聯盟認為過去國家的行政效率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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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斥著依侍主義、強調國家內部和國際的不安全，主張更嚴格地限制

移民、承諾政治能夠更貼近人民的需求以及政府和國家可以託付給

知道民眾需求的領導者（Tarchi, 2008, pp. 96）。總理貝魯斯柯尼的

內閣政府上任後採取一連串的民粹主義的立法和政策，如國會通過

法案對於非法移民採取更嚴格的檢查，甚至是驅逐一些非法移民、反

對伊斯蘭文化和多元主義文化、減低家庭和小型企業的稅務負擔、以

及將中央的權力下放到地方去（Tarchi, 2008, pp. 97）。總理貝魯斯

柯尼和其政黨聯盟利用其經營的媒體宣傳民族和民粹的優點、直接

強調專家政治的好處、對於人民普通常識的重視，以及反對阻撓總理

決策的正式制度（Tarchi, 2008, pp. 98）。除了正面強調民粹主義的

理念和政策，總理貝魯斯柯尼也利用執政的資源來箝制媒體，其介入

公共廣播和電台的運作，確保這些媒體對其政黨要正面的報導，同時

逼迫對其批評的知名記者和演員去職（Albertazzi & Mueller, 2013, 

pp. 355）。另外，總理貝魯斯柯尼利用國會通過立法來抑制法官的

權力，甚至其政黨還列出威脅人民權力的法官名單，同時其民粹政黨

領袖批評國會無立法生產力、司法機關起訴地方首長，以及與義大利

總統公開衝突，指控他妨礙政府施政，例如拒絕簽署政府和國會通過

的法案（Albertazzi & Mueller, 2013, pp. 355）。總理貝魯斯柯尼的執

政經驗凸顯其實踐民粹主義的政策和特徵的決心。  

2006 年義大利舉行國會選舉，總理貝魯斯柯尼和其中間右派自

由之家聯盟選舉失利，黯然下台。選舉失利的原因如下：一、在於總

理貝魯斯柯尼推動減稅方案，讓低收入的公民免稅，但實際上富人反

而受惠最多；二、誓言降低犯罪，但成效不彰；三、推動退休改革制

度，但真正實施日期卻延宕許久；三、政府承諾的新基礎建設之達成

率不佳，許多方案在下台前都尚未開始（Pasquino, 2007, pp.49）。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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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08 年義大利又再次舉行國會選舉，民粹主義領袖貝魯斯柯尼

所領導的中間右派聯盟又贏得國會下議院總數 630 席的過半數之

344 席，讓其再次擔任義大利的總理。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回鍋上

任之後就牽涉貪汙案疑雲，且欲利用國會多數來破壞權力制衡的機

制。2008 年義大利中間右派聯盟所控制多數的國會通過赦免法，讓

高層官員以及總理可以免於刑事追訴的權利，之所以通過此案的背

後真正原因是總理貝魯斯柯尼所委任的英國籍律師米爾斯（David 

Mills）因為捲入貝魯斯柯尼主導的數百萬歐元的交易案而被義大利

法院判決偽證罪和貪污罪確定入監服刑，而牽涉其中的總理貝魯斯

柯尼卻可以因此項國會立法全身而退（Ignazi, 2010, pp. 1035）。  

為了抗衡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所領導的右派民粹主義，部分

左派勢力集結起來，由喜劇演員出身的葛里洛（Beppe Grillo）領導

組成五星運動黨（Verbeek & Zaslove, 2016, pp. 304-323）。2013 年

國會選舉，五星運動黨（Five Star Movement）初試啼聲，獲得 25.6%

的選票以及國會總席次 630 席中的 109 席，躍居成為第三大黨，第

一大黨是義大利公善聯盟（Italy, Common Good），第二大黨是中間

右派聯盟（Wikipedia, 2021）。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黨的意識型態

是持反建制的立場、拒絕進入任何形式的聯盟之協商（2018 年以前

的承諾）、拒絕專業政治、使用攻擊式的語言、反對課稅和疑歐主義

（Mosca & Tronconi, 2019, pp. 1259）。五星運動黨的特徵如下：一、

五星運動黨是以網路為主的草根運動，強調直接民主的必要性；二、

五星運動黨認為主流的左派和右派政黨聯盟都是壟斷權力的組織；

三、五星運動黨結合了水平的社會運動組織和垂直的領袖領導，四、

反對政黨菁英和主流媒體的正當性；換言之，五星運動黨是民粹主義

政黨，其政黨組織是由克里斯瑪型的領袖所領導（Bordign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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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carini, 2015, pp. 455）。  

五星運動黨的出現對於義大利政黨體系產生嚴重的衝擊，原本

的左右派聯盟的兩大黨體系，變成三大黨體系，左派是民主黨（ the 

democratic party）、右派是自由人民黨（ the People of Freedom）  和

五星黨（Tronconi, 2018, pp. 166）。2018 年五星運動黨與左派聯盟

的民主黨組成執政聯盟，推選孔蒂（Giuseppe Conte）擔任總理，不

久之後這個聯盟瓦解，五星運動黨又轉而與右派的民粹主義政黨北

方聯盟（Lega Nord）籌組聯盟政府，再次推選孔蒂為總理（Tronconi 

& Valbruzzi, 2020, pp. 21-22）。五星運動黨和北方聯盟的結合讓義

大利的政黨體系趨向更極化的現象發展，因為五星運動黨主張反政

治性，而北方聯盟則是堅持排他性和本土性（Tronconi & Valbruzzi, 

2020, pp. 22）。義大利民粹主義運作的特徵是同時出現左派民粹主

義政黨、右派民粹主義政黨或是反對左、右派的民粹主義政黨，這樣

的民粹多元現象讓政治權力頻繁變動或不斷洗牌，由不同的民粹主

義政黨輪替執政，形成政黨體系的極化現象。然而因為單一民粹主義

政黨無法完全掌握國會多數，勢力均分的情形之下，也形成了相互的

權力制衡。雖然義大利民主體制的運作出現倒閣頻繁和極化現象，但

仍不至於發生民主崩潰的結果。義大利的個案凸顯民粹主義多元化

的現象以及權力頻繁重組的特徵，但因為義大利民粹主義政黨之間

的競爭反而讓民主體系可以維持一定的均衡，不至於崩潰。  

三、厄瓜多 

2006 年 10 月厄瓜多舉行總統選舉，柯利亞在絕對多數決的第二

輪選舉中以 56.7%的選票贏得總統職位（Carr, n.d.）。由於總統柯利

亞是政治局外人，在國會並沒任何政黨代表，同時國會反對總統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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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握有 65%的席次，因此總統柯利亞決定利用其高民意的聲望來另

組國民議會（Constituent Assembly），以便越過國會進行修憲，國民

議會選舉結果揭曉，總統柯利亞的政黨在總數 130 席的席次中取得

80 席，因此得以主導修憲，擴大總統權力和取消總統一任任期的限

制，讓其得以連選連任（Corrales, 2018, pp.178-190）18。總統柯利亞

籌組國民議會取代國會、制定新憲擴充權力，並利用選舉來排除傳統

菁英和攻擊傳統政黨的社會基礎，同時改變選舉的競爭場域讓其政

黨不公平地贏得選舉，使得厄瓜多成為民粹總統利用國家制度出現

的危機，將原本的民主政治體制轉變成選舉威權政體的經典案例

（De La Torre, 2013, pp. 34）。總統柯利亞將自己定位成國家的救世

主，他代表善的一方，對抗代表惡的一方的政黨黨霸體系和其他政

治競爭者；同時總統柯利亞要創造自己的民主運作方式，與其追隨

者建立直接的連結，讓這些追隨者可以得到實質的利益（Sosa, 2012, 

pp. 178）。 

總統柯利亞的民粹主張認為厄瓜多的政治階級已經道德破產，

也是國家機關退化的主要原因、祖國崩潰的原因主要是菁英主導的

經濟政策只促進少數人的利益，犧牲多數人的利益、反對本國資產賣

給外國企業（Mazzolini, 2021, pp. 98）。總統柯利亞將社會分成兩個

陣營：人民陣營和寡頭陣營，傳統的政客、新聞從業人員和反對總統

柯利亞的人都屬於寡頭陣營的人，而總統柯利亞則認為自己是代表

人民的唯一聲音，反對勢力特別是左派政黨是叛國行為（De La 

Torre, 2014, pp. 462）。總統柯利亞的民粹主義運作基本上出現兩種

特徵：一方面總統將其政黨主權祖國聯盟運動（PAIS Alliance, Proud 

                                                        

18. 請參考厄瓜多 2008年憲法第 14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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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vereign Homeland）變成民粹主義政黨，把總統定位成革命的公

民與支持者形成直接的連結；另一方面總統柯利亞認為治理國家必

須依賴科技官僚或菁英，而不是民粹支持者（De La Torre, 2013, pp. 

34-39）。總統將政黨主權祖國聯盟運動轉變成民粹主義動員的選舉

機器，用來增加追隨者的選票支持（Sosa, 2012, pp.180）。該政黨在

2009 年國會選舉 124 席的總席次中贏得 59 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

（Carr, n.d.）。一方面主權祖國聯盟運動變成厄瓜多的霸權政黨，以

利總統柯利亞來控制國家機關的所有階層；另一方面主權祖國聯盟

運動的各派系統合在總統柯利亞克里斯瑪型的領導下，成為對抗反

對勢力的最有力武器（Casullo & Freidenberg, 2017, pp. 299）。總統

柯利亞於 2009 年再次競選連任當選總統。根據厄瓜多的憲法，總統

只能連選連任一次，柯利亞尋求競選第三任，明顯違反憲法規定，同

時總統也控制國會多數，讓權力分立的制度失衡，導致權力往總統集

中，以遂行其威權獨裁的統治。  

總統柯利亞採用兩種策略來鞏固其民粹威權政體。第一、持續的

政治競選活動和選舉，以人民對抗權力菁英作為訴求，控制國家選舉

委員會形成總統柯利亞和其政黨的選舉優勢，選擇特定有利於大黨

或聯盟的選舉制度，讓總統柯利亞無障礙地進行單邊統治；第二、推

行再分配的經濟政策，反對緊縮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實現社會福

利計畫、提高最低工資，對於窮人提供能源補助和救濟金以降低貧富

差距（De La Torre & Lemos, 2016, pp. 226-228）。類似的研究也指出

總統柯利亞運用三種機制來達成其政治目標：一、持續的競選活動；

二、直接社會補助的移轉；三、憲法改革過程，這些機制打擊過去政

黨所控制的黨霸體系、將國家的資源導向新的依侍基礎以及建立一

個以公投程序為主的超級總統制政權（Montúfar, 2013, pp. 305）。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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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來看，民粹總統柯利亞利用直接民主的程序來遂行其威權獨裁和

擴大民粹支持之野心。  

民粹主義的研究指出，強調個人主義的邏輯會驅動民粹主義的

領袖擴大他們的權力和選擇自由，以及這些民粹領袖會經由個人訴

求，而不是中間組織來維持影響力，他們視無法控制的制度為障礙，

企圖弱化憲法的權力制衡機制，讓獨立機構服從意志，尋求鞏固政治

霸權（Weyland, 2010, pp. 21）。總統柯利亞統治的厄瓜多凸顯著促

成極化民粹主義現象的兩個原因是國家出現危機、國家機器無效率

和貪污嚴重，以及大眾對於國家制度和政府缺乏信心（Hardlin, 2018, 

pp. 76）。激進民粹主義運動的成功除了國家出現正當性的危機之外，

很重要的是激進民粹主義運動所憑藉的政治動員組織（Hardlin, 

2018, pp. 76）。厄瓜多總統柯利亞從一位政治局外人和無政黨奧援，

憑藉改造傳統的政黨組織，將其轉化成民粹功能，並透過行政官僚體

系的操控以及推行民粹主義的政策來進一步鞏固其威權的民粹統

治。19 柯利亞總統的民粹主義體制比之於其他的民粹主義總統相對

較為鞏固的原因在於其運用原本的政黨組織轉化成民粹主義式的運

作，而不是另創一個個人化的民粹組織，並透過修憲和經濟分配來提

供恩寵資源來維繫其民粹體制的運作。20 

厄瓜多並不是民粹主義領袖掌握政治權力後導致民主崩潰的唯

一例子。匈牙利的總理 Victor Orbán 運用其政黨 Fidesz（青年民主主

義者聯盟—匈牙利公民聯盟）在國會掌握三分之二的席次的優勢情

                                                        

19. 有關官僚民粹主義在捷克的運作經驗可以參閱 Guasti（2020）。 

20. 2017年厄瓜多總統柯利亞下台之後，移居比利時，但是在總統任內的貪汙案件在 2020年

被厄瓜多法院以缺席審判的方式判刑八年（Valencia, 2020）。很諷刺的是民粹總統以打擊

貪汙的旗號上台，但最終卻被判刑貪汙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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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頻繁修改憲法，擴大行政機關的權力和弱化制衡的機制，同時

操縱選舉的規則，藉由限制媒體的報導、讓反對黨候選人無法參選、

限制投票登記、掌控選舉委員會以及運用選區劃分贏得多數國會席

次（Buzogány, 2017, pp.1313; Knight, 2021, pp. 5）。總理 Orbán 主張

歐盟的菁英是腐化的菁英、拒絕歐洲的移民、支持人民來對抗腐化的

菁英（Csehi, 2019, pp. 1015-1018）。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的自由測量指標，匈牙利已經從民主國家變成半民主國家（Freedom 

House, 2023）。簡言之，民粹主義政黨和國會多數支持是民粹總理

Orbán 腐蝕匈牙利民主體制或倒退成威權政體的主要驅動因素。  

四、祕魯 

1990 祕魯總統選舉過程中，政治局外人藤森謙也令人跌破眼鏡

地在第二輪選舉中後來居上當選祕魯總統，其競選對手是與傳統政

黨連結較深以及支持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尤薩（ Mario Vargas 

Llosa）；而藤森的個人特質如亞裔身分和中間的立場，讓厭惡過去

政黨操控權力的選民選擇支持其擔任祕魯總統（Schmidt, 1996, pp. 

321）。藤森總統上任之後並沒有組成一個凝聚力強的內閣、堅定的

支持聯盟和國會的多數，但是其推行兩項重大政策如執行新自由主

義經濟政策來降低通膨以及打擊肆虐全國的暴力組織光輝道路

（Shining Path），讓其贏得高的民意聲望支持（Weyland, 2006, pp. 

21）。藤森總統所組織的政黨 Cambio 90 在國會眾議院 180 席中只

取得 32 席，同時沒有任何政黨成員擔任藤森總統的內閣閣員，藤森

總統將其政黨組織當成是選舉機器，甚至與政黨的國會議員公開衝

突以及藤森撤換政黨領袖，拒絕政黨的國會議員參與決策（Roberts, 

2006b, pp. 93-94）。藤森總統攻擊整個政黨體系，認為祕魯的既有政



民粹領袖、憲政體制和民主運作：以美國、義大利、厄瓜多和祕魯為例 167 

 

黨是腐化的和不具代表性的，同時會阻礙其執行大眾意志和解決祕

魯的經濟和社會的危機（Levitsky & Loxton, 2018, pp.170）。一方面，

缺乏政黨組織的支持讓藤森總統可以鞏固其政治局外人的地位，對

於其攻擊既有的政治建制較為可信，同時透過政治支持基礎的重組

可以增加戰略的自主性，但另外一方面，缺乏政黨組織讓其在政治上

是孤立的以及必須依賴國家安全機構的支持和保護（Roberts, 2006b, 

pp. 96-97）。藤森政府脫離政黨運作，依賴情報機關和軍方作為其民

粹主義統治的運作基礎（McClintock, 2013, pp. 224）。綜觀之，藤森

總統以民粹主義的組織作為其支持基礎或選舉機器，而不是將其轉

化為政黨運作，讓其可以有較多的行動自由，但同時也種下威權體制

無法長期鞏固的惡因。  

1991 年，藤森總統運用其憲法賦予的權力，通過 126 項行政命

令，但遭到國會修正或是否決其中 28 項的行政命令（McClintock, 

1993, pp.114）。藤森的正當性建立在委任式民主的基礎之上。委任

式民主是指誰贏得總統職位，誰就可以用他認為合適的方式來進行

統治，基本上只受到既存的權力關係和任期的限制（O’Donnell, 

1994, p. 59）。1992 年初，國會彈劾農業部長，但遭到藤森總統反

對，堅持留任該部長，同時藤森總統威脅要解散國會，攻擊國會議

員，而國會以彈劾總統作為反擊（McClintock, 1993, pp. 115）。藤森

總統雖然高票當選總統，但是根據總統制的權力分立，國會對於法案

或政策的制定仍有決定權，並不是總統可以完全恣意妄為  。  

面對國會的挑戰，藤森決定以單邊的方式來進行體制的調整以

遂行其威權獨裁的企圖。1992 年 4 月 5 日，藤森總統自我發動政變

（Autogolpe）終止適用 1979 年的祕魯憲法、逮捕反對領袖、封鎖國

會以及改組司法體系（McClintock, 1993, pp. 112）。1993 年藤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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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運用公投制度來推動成立新憲法，將國會和司法機關的權力縮減，

擴大總統的憲法權威（Mauceri, 2006, pp. 45-46）。民粹主義總統藤

森上任初期受到權力機關國會的阻撓，誘發其自行宣布政變來瓦解

權力制衡的機制，導致民主政治的崩潰。藤森總統的民粹主義運作屬

於由上而下的個人方式來模糊民主政治和威權政治的界線，同時其

直接訴求祕魯的窮人，特別是無組織的大眾，其使用反體系和反政治

的論述來抨擊造成國家許多問題的政治階級，操縱政府的機構來鞏

固行政權力以及使用國家資源作為個人的政治利益、解救國家的高

通膨和恐怖主義的危機以及執行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以及尋求國

際財經利益（Barr, 2003, pp. 1162）。1995 年藤森再度連任總統，其

政黨在國會也控制 120 席中的 67 席，掌握國會多數。藤森總統利用

國會多數的控制，通過一些具違憲爭議的法案以及在 1997 經由國會

立法解散憲法法庭（Crabtree, 2000, pp. 173）。同時，藤森總統上任

後運用國家情報機構替換司法系統人員和選舉委員會來保護盟友和

打壓異己、在總統府設立超級部會來分配恩寵資源、操控媒體來為其

競選（Levitsky & Loxton, 2018, pp.174-176）。換言之，將整個政治

的公共場域扭轉成為一個確保總統優勢執政的環境。民粹主義領袖

藤森高舉人民統治的大纛，但事實上是遂行個人獨裁之實。  

好景不常，藤森總統威權統治的過程並不是一路的順遂。1993 年

公投憲法過程出現舞弊和不法的行為，讓反對黨可以團結起來進行

動員和訴求、1993 的地方選舉，藤森總統所支持的候選人落選收場以

及 1998 年總統的支持度只剩下 33%（Tanaka, 2005, pp. 279-280）。

2000 總統大選，藤森總統再次競選連任，但其政黨在國會眾議院 120

席中，只獲得 52 席，因此藤森指派其情治首長蒙特西諾斯（Vladimiro 

Montesinos）以賄賂和勒索的方式讓反對黨—可能的祕魯（Possible 

https://www.google.com/search?sxsrf=ALeKk01L_zCKh4K2cVolZScjGVUJ7-TDBg:1614999223473&q=%E8%B3%84%E8%B3%82&spell=1&sa=X&ved=2ahUKEwja8pv41JrvAhWiL6YKHQ2nAKIQkeECKAB6BAgJ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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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u）的 18 位反對黨國會議員變節支持，以鑄成國會過半數（Levitsky 

& Cameron, 2003, pp. 19）。藤森的不法行為最終東窗事發，祕魯媒

體揭露一個錄影片段，拍到情治首長蒙特西諾斯以一大疊現金賄賂

一位反對黨國會議員以交換其政治支持（Stein, 2012, pp. 130）。總

統藤森擔心這件事牽連到自己，於是逼迫情治首長下台，同時宣布他

會在一年後下台，也不再參加總統選舉，其目的是拖延時間，確保自

己可以全身而退，但國會很快地通過憲法修正案，縮短現任總統和副

總統任期，禁止藤森總統再次參加總統選舉，最終藤森總統利用出訪

日本之際，用傳真方式辭去總統職位（Berntzen & Skinlo, 2010, pp. 

198-199）。藤森的民粹主義運作讓其得以打破連任限制持續威權統

治，但是其無穩固的政黨組織作為基礎，高度依賴國家安全機構和軍

方的支持，最終讓其所建立的威權體制在國會反對勢力的團結下迅

速土崩瓦解。  

伍、結論 

近年來，民粹主義的現象可以說是風起雲湧，席捲許多先進或是

新興民主國家的選舉競爭和政治結構。民粹主義的領袖或政黨會經

由民主體制來參與政治，並且取得政治權力。當民主政治運作出現危

機或是政黨體系出現崩潰時，很容易促成民粹主義和民粹主義領袖

的興起。在民主政治的運作過程中，不同的政治人物為了爭取選民的

支持，多多少少都會以民粹的方式或語言來進行政治動員。然而，如

果信奉民粹主義的政治人物當選之後，假藉人民的意志來遂行獨裁

之實的話，則民粹主義者變成是打著民主的旗子反民主的破壞者。換

言之，在選舉的過程中，很難預測出民粹主義者執政之後可能的結

https://www.google.com/search?sxsrf=ALeKk01L_zCKh4K2cVolZScjGVUJ7-TDBg:1614999223473&q=%E8%B3%84%E8%B3%82&spell=1&sa=X&ved=2ahUKEwja8pv41JrvAhWiL6YKHQ2nAKIQkeECKAB6BAgJEDA
https://www.google.com/search?sxsrf=ALeKk01L_zCKh4K2cVolZScjGVUJ7-TDBg:1614999223473&q=%E8%B3%84%E8%B3%82&spell=1&sa=X&ved=2ahUKEwja8pv41JrvAhWiL6YKHQ2nAKIQkeECKAB6BAgJ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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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當民粹主義者全面控制政治權力之後，反過來抑制或破壞民主政

治，才發現民粹主義的負面影響時，可能會為時已晚。透過本文的研

究，可以釐清不同民粹主義政黨、民粹主義領袖和民主政治的關連

以及民主體制的特徵如何滋養民粹主義的茁壯或是抑制民粹主義

的發展。  

本文針對美國、義大利、厄瓜多和秘魯四個案例之分析發現以下

的結論。第一、政黨體系的極化：當民粹領袖是以民粹主義政黨作為

動員的支持基礎，但卻沒有掌握國會多數時，較可能會面臨國會的制

衡，導致國會形成支持民粹主義和反對民粹主義的極化現象。第二、

政黨內部的裂解：個人化的民粹主義領袖與國會制衡的結合會形成

政黨內部的裂解或是同黨的國會議員與民粹領袖所支持的政策不同

時，民粹領袖可能會透過行政命令的方式來排除黨內和反對黨的阻

力。第三、民粹體制的鞏固。當民粹主義的領袖是以政黨組織來動員

以及國會獲得多數支持時，其可以透過行政和立法的合一來建構和

鞏固民粹體制。當民粹主義領袖持續獲得多數民眾的支持時，不僅可

以增加統治的正當性，甚至有利於權力的延續。第四、民粹體制的崩

潰：當民粹領袖是以個人化的民粹組織進行動員時以及擁有國會多

數支持時，可以建立個人化的政治支持。個人化的民粹組織有利於權

力集中，但因為缺乏政黨幹部或議員代表的中間連結，導致民粹組織

鬆散，很容易因為民粹主義領袖失勢之後，民粹組織就一同隨之崩潰

或瓦解。表 2 為四個研究個案的民粹主義的組織運作、國會對應和

民主表現。民主表現以 Freedom House 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的指

標為依據。義大利的民主表現最佳，美國民主表現比之於過去是下

降、厄瓜多是部分自由國家、祕魯是民主表現最差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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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民粹主義的組織運作、國會對應和民主表現  

 國會制衡  國會支持  

 

政黨組織  

義大利（2019）  

政治權利：1 

公民自由：1 

厄瓜多（2017）  

政治權利：3 

公民自由：4 

 

個人組織  

美國（2020）  

政治權利：2 

公民自由：1 

祕魯（1992-93）  

政治權利：5 

公民自由：4 

資料來源：個人自行繪製。  
 

民主政治雖然強調人民的參與，但是實際運作上，必須透過代表

來制定法律和公共政策。民選代表對於選民的需求無法全部都滿足，

因此部分的人民會認為民選代表並沒有為其發聲。當多數選民認為

政黨的代表無法執行其意志時，會轉而支持體制外出身的民粹主義

領袖，讓這些領袖來代表和行使人民的意志。然而，民粹主義的實際

運作，仍然無法解決民主政治的矛盾，因為最終還是要有代表替人民

行使權力。民主政治的運作是由多元代表來行使，彼此會相互合作或

制衡，而民粹主義則是交由單一民粹領袖來行使，權力更為集中，完

全依賴民粹領袖的個人意志來決定民主政治運作的方向。換言之，民

粹主義不僅沒有解決其所批評的民主政治所產生的問題，反而讓民

主政治中權力制衡的機制完全失靈。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過程中出

現過民粹主義的政治人物，這些民粹主義領袖曾經擔任地方民選首

長和競選總統職位，他們改變了傳統政黨的動員模式或是迅速崛起

成為第三勢力，讓台灣從兩黨政治變成多黨政治的格局。民粹主義者

的支持基礎為個人化組織或政黨模式的組織對於台灣民主政治的影

響是值得作為未來比較政治研究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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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ist Leaders, Democratic Breakdown, 

and Democratic Equilibrium: Comparing 

Ecuador, Italy, Peru and the U.S. 
 
 

Jung-Hsiang Tsai    
 
 

What structural factors contribute to the emergence of 

populist leaders or parties? What are the nuances 

distinguishing personal populist organizations from populist 

part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ases of four countries—the 

U.S., Italy, Ecuador, and Peru—to elucidate how the political 

structures of populist movements, along with their legislative 

backing, influence democratic breakdown or democratic 

equilibrium or breakdow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populist 

leaders can solidify their regimes by leveraging party 

infrastructure and securing majority support in parliamentary 

or congressional bodies. However, when populist leaders rely 

solely on personal organizations supported by legislative 

majorities, it tends to lead to the destabilization of populist 

regimes due to a lack of intermediary connections  

Keywords: populism, populist leaders, populist parties, democr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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